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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

伍 玉 西

提　要 : 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、政治环境中 , 加之教会

自身条件的不足 , 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、规避政府禁令、弥补

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。与此同时 , 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, 因时

就势 , 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手段。此外 , 传教士的“西儒”身份也让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。

伍玉西 , 历史学博士 ,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。

主题词 : 明清之际　天主教　书籍传教　传教士

　　书籍传教是指“通过书籍的作用来让人改变

信仰”①的一种传教方法 , 它既是直接传教 , 也

是间接传教。在基督教传教史上 , 书籍传教的普

遍使用就肇始于明清之际的中国天主教。入华西

方传教士采取了展示西洋书籍 , 撰写、刻印、散

发中文书籍等一系列措施来吸引、影响、归化中

国人 ,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传教效果。比利时学者

钟鸣旦指出 , 出版和印刷业的繁荣对基督教在晚

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, “书籍传教成为在社

会精英中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方法”②。法国学者

谢和耐也认为 :“‘天主教’知识和传教士们传入

的其他新鲜事物 , 主要是通过书籍在中国传播

的。”③本文以能搜集到的相关史料为依据 , 对明

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具体原因试作探

讨。

一、无奈选择

自方济各 ·沙勿略 ( Xavier Francisco ) 于

1552年首次踏上中国土地后 , 一批批天主教传

教士接踵而来。当传教士们庆幸自己“发现”了

中华文明 , 而这个伟大的民族“竟然对福音 , 对

上帝临世一无所知”④ , 他们可以大施拳脚 , 开

垦福音处女地的时候 , 他们惊讶地发现 , 自以为

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传教士在这里则被视为化外蛮

夷 , 因为“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

识的野蛮人”⑤。明清之际的中国人瞧不起外国

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, 他们认为外国人读不懂中

文书 , 没有文化。耶稣会士安文思 ( Magall2

anes) 在《中国新史》中写道 :“我多次观察到 ,

当我和有知识之人谈论基督教及欧洲的科学时 ,

他们问我 , 我们有无他们的书籍。我回答说没

有。他们都惊异地挥动着手表示反感 , 称 : ‘如

果你们欧洲没有我们的书籍和著作 , 你们能有什

么学识的科学呢 ?’”⑥

在这样一种普遍视外国人为蛮夷的文化氛围

中 , 传教士要想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, 最有效的措

施莫过于证明自己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了。沙勿略

总结他在亚洲各地多年的传教经验 , 得出结论

说 :“唯有认为我们是博学者这一点才促使他们

在宗教方面相信我们。”⑦这种情况更适合于中

国 , 而著书立说则是传教士证明自己是饱学之士

的最好方法了。从耶稣会士罗明坚 ( Michel

Ruggieri) 开始 , 入华传教士留下了大批中文著

译 , 中国天主教徒也撰写了一些宗教作品 , 据估

计 ,“目前存世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献约有

千种”⑧。这批书涉及领域广泛 , 内容丰富 , 除

了宗教类之外 , 尚有其它人文社科 , 如自然哲

学、伦理学、逻辑学、语言文字学、教育学、音

乐学等方面的书籍 , 以及科技类书籍。宗教类书

籍自然是直接宣教 , 非宗教类的人文社科以及科

技类书籍表面看来与传教并无多大关系 , 但仍蕴

含了传教的用意 , 法国学者裴化行说 : “这一点

很容易理解 , 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打击一下中国人

的自傲心理。因为即使最优秀的学者也不得不承



认 , 他们面对一本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的书时 ,

虽一再钻研 , 仍不明了其内容。这也许是能让中

国人谦卑下来的最佳机会。”⑨

罗明坚在中国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。当他初

到中国时 , 处处碰壁。通过几次随葡萄牙商人去

广州、三上肇庆的经历 , 他慢慢地发现 , 即使他

做了善事 , 也不被中国人信任 , 反而遭恶意猜

疑 , 因此他觉得“不如专心于教理书籍的著

述”⑩。他将《天主经》、《圣母经》和《天主十

诫》译成中文 , 于 1584年在肇庆出版 ,“中国人

看后都觉得很好 , 也很高兴地接受了”�lv 。他在

完成《天主圣教实录》的写作后 , 给肇庆的官员

看了书稿 , “那些中国官员感到非常满意”�lw。

1584年 11月《天主圣教实录》出版了 , “这本

书被很好地接受了”�lx , 也得到了岭西道王泮的

称赞。他们把书送给中国官员、百姓、越南贡

使 , 一年间送出约 1000 份 , 还有很多人主动来

索要这部书 �ly 。罗明坚不仅因著书得到中国官员

的好评 , 有机会结交更多的中国人 , 而且在撰写

过程中因润饰文字的需要结识了一位福建籍的秀

才 , 很快吸收他入教 , 真是一举数得。

除了文化环境外 , 不利的政治环境也迫使教

会使用书籍来传教。明清两朝法律对民众聚会有

严格的限制 �lz 。利玛窦 ( Matteo Ricci) 注意到 ,

信徒的宗教聚会很容易“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

忌”�l{ 。在明清之际的反教事件中 , 教徒的教堂

礼拜活动往往被作为罪证之一 , 而在没有教堂的

地方 , 布道活动更容易被视为非法聚会。韶州的

佛教徒指控耶稣会士龙华民 (Nicolas longobar2

di) “聚集群众”�l| 。在万历四十四年 (1616) 的

“南京教案”中 , 南京礼部四司会审给中国天主

教徒定罪的法律依据就是《大明律》中关于惩治

“聚徒”的条文 �l} 。制造了清初“历狱”的杨光

先更是把教堂视为天主教造反的培训中心 , 他

说 :“香山澳盈万人 , 踞为巢穴 , 接度海上往来。

⋯⋯若非内勾外连 , 谋为不轨 , 何故布党 , 为立

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 , 传妖书以惑天下之

人 ?”�l~在一个对集会甚为疑惧和严加限制的社会

中 , 书籍就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传教方法了。雍

正禁教后 , 传播天主教成为非法 , 书籍的作用就

更加明显。耶稣会士宋君荣 ( Antoine Gaubil )

在 1727年 7月 21日的信中写道 : “目前 , 只以

散发一些书籍来教育教徒和愿意接受教育的异教

徒。”�mu禁教期间 , 境外的传教士潜入内地传教 ,

一般在一地都不敢停留太长的时间 , 他们往往留

下一些书籍 , 便往它处。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不

能到北京以外的地区牧会 , 但教堂里印有不少书

籍 , 外地信徒可以随时来拿取 , 然后加以散发。

教会自身力量的不足更让书籍有了用武之

地。在明清之际天主教 200余年的传教史上 , 传

教士人数最多的时期是在康熙朝。但即使在人数

最多的年份里 , 把耶稣会、多明我会、方济各

会、奥古斯丁会、教廷传信部的中外传教士全部

加起来 , 总数也没超过 150人 �mv 。在中国这样广

阔的地区内 ,“先生落落晨星 , 履迹不尽至 , 磬

音不尽闻 , 惟书可以大阐天主慈旨 , 晓遍蒙

铎”�mw。耶稣会士冯秉正 (Josep h - FranÔ ois -

Marie -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) 在《盛世

刍荛》中写道 : “况穷乡僻壤 , 安得人人而口授

之。得此一编 , 各人自己披阅 , 即与听讲无异 ,

若系不识字之人 , 或妇人女子 , 或衰老病躯 , 欲

开圣道而无人能讲 , 只须一位识字之亲友看书朗

诵 , 又与讲道无异。正所谓书中有舌 , 如获面谈

也。”�mx此外 , 来华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,

那些汉语较差的传教士就只得依赖中文书籍来传

教。耶稣会士鲁日满 ( FranÔ ois de Rougemont )

在常熟等地传教时 , “主要依赖中国书籍和印刷

物”�my 。整体来说 , 多明我会传教士的汉学水平

较低 , 对中文书籍的依赖程度也就更高。在

1746年的“福安教案”中 , 清政府逮捕了白多

禄 ( Pedro Sanz) 等 5 名多明我会士 , 搜出了

“白多禄等传教经典册共十一本 , 并斋会日期一

纸 , 共一封”�mz 。这些“传教经典册”除了多明

我会士的著述外 , 尚有耶稣会和方济各会士的中

文作品。多明我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与耶稣会较

劲 , 但他们又不得不借重耶稣会的中文书籍。

二、主动利用

书籍传教的兴起不仅是教会做出的无奈选

择 , 也是他们主动利用的结果。教会认识到了书

籍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, 因时就

势 , 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重要手段。

首先 , 利用中国人推崇书籍的心理 , 显摆西

洋书籍。

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传教时 , 在会院内展

示西洋图书 , 引起了参观者特别的反应。当地官

员和百姓虽然看不懂这些书的内容 , 但从它们精

美的外表推断出 , 这些书的“内容必定很重要”,

“科学和文化在欧洲必定很受重视”�m{ 。不仅如

此 , 他们还发现 , 中国人十分信任书籍中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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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。传教士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, 不熟悉情况的

地方官员几乎都要查阅一下他们的经书。利玛窦

在回忆录中写道 : “在中国 , 书籍一般都享有讲

真话的极高声誉 , 以至书中的内容即使是假的 ,

后人也从想不到指责它们是谎言。”�m| 耶稣会士柏

应理 ( Philippe Couplet) 也说 : “在中国 , 人们

使用和欣赏书籍 , 将读书看作高于一切 ; 他们还

将书籍比作镜子 , 读书人可以从中认识到自身知

识的不足。”�m}

正是认识到了中国人这种推崇书籍的文化心

理 , 传教士向中国人显摆起西洋书籍。罗明坚、

利玛窦、龙华民等耶稣会士不断向欧洲同仁发出

呼吁 , 要求寄更多的书来 , “以便引起中国人的

景仰”�m~ 。利玛窦在北京还搞过一次神化《圣经》

的活动。有位红衣主教送了一部四种文字对照的

八卷本精装《圣经》给耶稣会中国传教区 , 1604

年圣母升天节 (8 月 15 日) 这天 , 利玛窦在北

京的教堂公开展示这部《圣经》, 带领信徒对它

顶礼膜拜。这个活动果然奏效 , 中国人“大为惊

讶 , 也就相信其中一定包括高深的道理了”, 希

望他能把这部书译为中文 , 因为它有四种文字 ,

“独缺中文”�nu 。耶稣会士金尼阁 ( Nicolas

Trigault) 是位热衷于书籍传教的传教士 , 他于

1613年奉命返欧 , 顺便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募

集到了七千余部图书。天主教徒为此一再炫耀 ,

李之藻说 :“金子者 , 赍彼国书籍七千余部 , 欲

贡之兰台鳞室 , 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。德之

庥明 , 奎躔炳瑞 , 时则有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

来 , 盖旷古于今为烈。”�nv 反教人士许大受听说有

“西国天书”七千部来华 , 担心会带来“不可穷

诘之祸”, 因此要求“悉毁其书”�nw。由此可见 ,

“七千图书事件”在教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撼。

其次 , 认识到书面语在中国信息传播中的优

势 , 主张充分发挥书籍的归化作用。

传教士们认为 , 中国语言很特殊 , “书面语

和口语截然不同”�nx 。他们还注意到 , 当几个中

国人在一起谈话时 , 有时还得借助书写才能准确

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, 这种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

“有文化的上流阶级”身上 ; 中国人的辩才“只

见之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”; 有时甚至是

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 , 也是书信往

来 , 而不见面谈话 �ny 。利玛窦告诉欧洲人 , “在

中国有时用书籍比用口讲似乎还有效”�nz ,“中国

人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 , 那就是他们所有的

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

头 , 而是靠文字书籍。⋯⋯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

字来传布。”�n{

他们据此认为 , 书籍在劝化中国人皈依基督

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。他们论述道 :

在中国有许多处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 , 书籍

却能走进去 , 并且仗赖简捷有力的笔墨 , 信德的

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 , 透入读者的心

内 , 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 �n| 。

读书人或许更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

西 , 而不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

在布道坛上所说的东西。⋯⋯他们为书籍所吸

引 , 把他们在书中所发现的思想在私人交谈中传

播开来 �n} 。

它们 (指书籍—作者注) 是“沉默的布道

者”, 能够雄辩而有效地责备中国人生活的无序 ,

也不会触及他们过于敏感的神经。这些作品能光

照他们的心灵而不致引起他们的反感 , 一步一步

地引导他们接受福音的真理 �n~ 。

总之 , 书籍“可使异教徒受益 , 使皈依者更

受鼓舞”, 传教士“应当专注于编辑和翻译有价

值的书籍”�ou 。

最后 , 利用汉字“广被”的特性 , 扩大天主

教中文书籍的使用地域范围。

汉字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 , 具有“普遍性”

和“广被性”的特点 �ov , 使用地域广阔。“中国

十五行省都用同一的文字”�ow , 在中国之外 , 还

有“不少国家使用它”, 周边的日本、琉球、朝

鲜、越南与中国的语言不同 , “但在文字方面却

相同”�ox 。当利玛窦得知日本人也在使用他写的

中文书时 , 他非常高兴 , 认为这为基督信仰的传

播“不无裨益 , 因为这样日本人可知我们的神圣

信仰已传入中国了”�oy 。1621 年 , 徐光启上奏朝

廷 , 建议派要员往朝鲜征兵 , 以对付声势日盛的

满洲人 , 得到了准许。徐光启拟亲自前往 , 并带

上耶稣会士毕方济 ( Francisco Sambiasi) , “多

携利玛窦神甫之撰述”�oz , 顺路去朝鲜传教 , 只

是这项计划后因故流产。

三、身份强迫

罗明坚、利玛窦于 1583年 9月始居肇庆时 ,

公开的身份是“西僧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教实

践 , 利玛窦发现 , “西僧”身份很不利于天主教

的传播 , 遂于 1595 年 4 月度岭北去后 , 脱下了

僧袍 , 开始以“西儒”的身份出现。继利玛窦而

来的耶稣会士基本上都坚持认为“儒生的身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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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教士们前来中国时所应当取得的身份”�o{ 。他

们以“西儒”身份与中国士大夫交往 , 想尽一切

办法博得他们的同情 , 争取他们的皈依 , 进而为

天主教在中国更大规模的传播开辟道路。

“西儒”身份抬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, 便利

了与中国上层的交往 , 其有利的一面是显而易见

的。但是 , 这种身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, 那就是

他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教之中。因为 , 他们

既然在身份上认同了中国的儒士 , “那就自动地

使自己的角色 , 变换成世俗的学者文士”�o| 。他

们自称为儒 , 中国人也视他们为西洋之儒。儒自

然以学问为根本 , 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

力从事与宗教无直接关系的世俗学术活动 , 这些

学术活动当然也包括著译中文书籍在内。在“西

儒”的盛名之下 , 他们为回答中国人的提问 , 或

是应中国人的请求 , 将相关的欧洲人文、科技知

识编译为中文 , 然后加以出版。这样的事例很

多 , 如 : 利玛窦绘译世界地图 , 编译《交友论》、

《西琴曲意八章》、《西国记法》等书 , 熊三拔
(Sabbathin de Ursis) 译《泰西水法》, 汤若望
(Johann Adam Sehall Von Bell ) 译《坤舆格

致》, 艾儒略 (J iulio Aleni) 著《西学凡》以及

译《圣梦歌》, 高一志 ( Alp honse Vagnoni) 著

《譬学》, 金尼阁著《西儒耳目资》, 龙华民编译

《地震解》等等 , 这些著译活动都是在这种情况

下出现的。

除了被迫从事世俗的学术活动 , 以与“西

儒”身份相适应外 , 他们有时还不得不承担政府

公务 , 如 : 参与明末修历 , 主持清朝的钦天监 ,

参与康熙、乾隆朝的全国地图测绘 , 为明清两朝

政府监造大炮等等。这些公务活动其实都与科技

相关 , 在这一过程中 , 相关的科技书产生了。例

如 , 汤若望奉命指导明朝太监制造西洋大炮 , 他

口述的制炮工艺及相关问题被一位叫焦勖的安徽

士子记录了下来 , 加以整理后出版 , 名《火攻挈

要》, 又名《则克录》。

然而 , 从事世俗的学术活动与担任政府公职

毕竟不是传教士九死一生东来的终极目标 , 他们

因此而撰写的人文与科技书籍也最多起到了间接

传教的作用。如何忙里偷闲来直接传教呢 ? 他们

还是打书籍的主意 , 让书本来承担传教使命。他

们陆续将有关天主教信仰、神学、历史、礼仪、

制度、伦理等方面的内容译成中文 , 并著了一批

辩道书。耶稣会士南怀仁 ( Ferdnand Verbiest )

担任了康熙的科学顾问 , 几乎无暇传教 , 但他仍

著有至少 8种宗教书 �o} 。耶稣会士罗雅谷 (J ac2

ques Rho) 在 1630年被徐光启招进历局后 ,“弗

休日月”, “旦夕拮据 , 喘息靡宁”�o~ , 在如此忙

碌之中 , 他还牺牲休息时间著了天主教伦理书

《哀矜行诠》。此外 , 他们还在非宗教类书籍中插

入天主教内容。利玛窦在他绘制的世界地图的文

字说明中“乘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

基督教的神迹和叙述”�pu , 在自然哲学著作中攻

击佛教、介绍天主教的“九重天”说。艾儒略在

《职方外纪》这本地理学著作中大段地塞进有关

天主教的内容 , 南怀仁在《坤舆图学》中也有类

似作法。此类事件甚多 , 不胜枚举。

“西儒”身份迫使传教士去“立言”, 出乎意

料的是 , 他们无论是作为公开的“西儒”而著译

的人文、科技书籍 , 还是作为隐秘的传教士而撰

写的宗教书籍 , 无不轰动士林 , “一时好异者咸

尚之”�pv 。书籍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, 也诱

使他们在笔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因此就形成

了这样的因果链条 : 传教士要想久留中国 , 就得

继续作“儒”; 而一旦成了“儒”, 就不能专心传

教 ; 他们在这一矛盾中能够找到的平衡点就是著

书立说 , 以科技、人文书籍赢得尊重 , 以宗教书

籍赢得灵魂。

综上所述 , 我们可以把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

传教兴起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 : 首先 , 不利的

文化、政治环境以及教会自身力量的不足迫使教

会利用书籍来传教 , 这是客观原因 ; 其次 , 传教

士们注意到中国人非常推崇书籍、书面语在中国

信息传播中比口语更有优势以及中国文字使用地

域广等现象 , 因而主张以书籍为手段来归化中国

人 , 这是主观原因 ; 最后 , 传教士的“西儒”身

份也使他们走上了书籍传教之路 , 从他们自取

“西儒”身份的角度看 , 这是主观原因 , 而从身

份强迫的角度看 , 则是客观原因。总之 , 书籍传

教的兴起是天主教传教士适应明清之际中国社会

文化环境的产物。

(责任编辑 : 东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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